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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空间特征分析

刘晓辉 1, 2，郑兴明 1, 2，刘文新 1, 2*

（1.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10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摘 要：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是推进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中国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探讨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中国县域村镇建设得分介于 0.07~0.81，高低分段区空间格局基本与地均 GDP 的高低相互对应。中国县域资源

环境得分介于 0.17~0.71，低分段区面积占比为 32.12%，西北部大部分村镇资源环境需要得到重视。中国村镇

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V5 耦合协调度等级绝大部分分布在北京—北海一线以东

的平坦地区；V4 耦合协调度等级多数位于胡焕庸线以东，少部分位于天山周边；V2 和 V3 耦合协调度等级区

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西北—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V4 耦合协调度等级的县数量占比最高。因此，基于中

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空间格局，提出 V4 耦合协调度等级区域可着力建设农牧业特色产业集聚；V2 和 V3 耦

合协调度等级区域可加快推动少数民族特色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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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development and its correspond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
LIU Xiao-hui1, 2, ZHENG Xing-ming1, 2, LIU Wen-xin1, 2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Jilin 130102,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develop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a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facilita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and townships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proposed to examin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China at county level. 
Furthermore,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employed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 pattern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develop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development were between 0.07 and 0.81.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egions with high and low scores of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development were similar with 
that of GDP per unit area. The scor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ere between 0.17 and 0.71. Those regions with 
low scores were 32.12% of the total area. Most villages and townships in Northwestern China deserved more attention 
for their low scor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high in 
the eastern part and low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Regions with V5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were mostly in the flat 
terrain to the east of Beijing–Beihai Line. Regions with V4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were mostly located at the east of 
the Hu Line and small parts located around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regions with V2 and V3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of Northeast China–the Northwest China–the Qinghai and Tibet Plateau. The 
numbers of counties within V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Therefore, 
the V4 region is more favorable to the industry cluster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based on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develop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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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3 regions, the industries with ethnic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promoted.
Key words ：village and township developmen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patial pattern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ounty level in China 

我国村镇建设问题实质是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

承载力不协调的结果 [1]。2018 年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加强以乡镇

政府驻地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圈建设，以镇带村、以

村促镇，推动镇村联动发展。就生态环境视角，中

国快速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农业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人对地具有依赖性，地是人赖

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 [2]，村镇建设对资源

环境的依赖性相对较强，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的耦

合协调关系值得深入探究，揭示二者耦合协调水平

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决城市和乡村地区繁荣差距的扩大 [3]，核心

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自然基础和生态环境对于城镇

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

与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保持一致 [4-5]。合理配置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城乡空间体系，提高城乡

土地利用效率，重新调整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结

构，可以顺利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6]，为此，城乡经

济平衡转变的根本途径在于整合城乡资源，优化资

源配置。新千年以来，“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受到

高度重视，有学者阐明了中国省域尺度城乡协调发

展与农村贫困治理时空耦合特征及对策 [7]、农业现

代化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 [8] ；有关于珠三角地级

市尺度城市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 [9]，中

国地级市尺度的城乡协调水平动态格局的研究，为

改善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系统之间区域资源的优化

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 [3]。还有区域尺度上揭示了东

北地区城乡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其诠释了中国城

市化的战略安排，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地区就

开始了以城市优先发展为重点的城市化进程，东北

地区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很大，成为东北地区发展振

兴的主要障碍之一 [10-11]。以上对城乡协调问题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对于面向农业农村现代化需

求的人地耦合协调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

伴随着农业生态学的兴起 [12]，乡村发展被视为

一个多层次、多角色和多方面的过程 [13-14]。自 2004
年以来，我国一系列促进农村发展和城乡统筹的战

略性引导政策 [15]，促成了“建设新农村”的首要目

标 [16]。村镇是村镇地域系统内部各个生产生活和生

态要素集聚空间的载体，而城市与村镇之间在地域

范围和功能属性上也并不是完全分开的 [17]。城乡

过渡地带的“城市外围日益增长的舒适社区”具有

吸引力，社区中的企业组合反映出后工业化社会中

居民点职能的转变 [18]。而省级尺度分析乡村转型发

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研究可服务于乡村振

兴策略的实施 [19]，也有协调中国农村发展与生态系

统服务保护的案例 [20]。我国县域尺度乡村研究关注

了城市化与乡村空心化的耦合关系 [21]，乡村移民与

城市化耦合协调格局 [22]。就资源而言，平衡农村

发展与水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

任务，中国西北地级市尺度乡村发展与水环境耦合

协调评价，对中国干旱和半干旱的农村地区宏观经

济发展政策有重要影响 [23]。就功能而言，县市级乡

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及演变规律的探

索，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24]。人口是村镇建

设的主体，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乡村人口向

城镇的迁移。乡村人—地—业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其协调发展是乡村发展的根基 [25]。

尽管以上研究对不同尺度乡村协调发展做了有益探

索，但对资源环境的融入相对薄弱。

综上所述，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二者耦合协调

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从我国县域尺度揭示其空间

特征的研究具有创新性。为反映村镇建设与资源环

境约束指标之间的协调状况，准确地度量村镇建设

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本文以中国县域为评价

单元，构建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

过线性加权法计算县域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得分，

揭示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测算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

协调度等级，深入分析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

合协调空间格局与制约因素，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国家村镇发展宏观对策的制订提供支撑。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从水资源的自然分布来看，水资源禀赋对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限制性 [26]。从经济—社会发展来

看，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和城市 
人口大规模增长，受自然条件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影

响，绝大多数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地

区 [27]。根据本研究目标，由于全国市辖区更多地围

绕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农村管理职能较少，因此

972 个市辖区不予考虑。研究区以全国范围内 1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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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旗、市），除去数据暂缺的 74 个县（旗、市），

即研究区包括 1 861 个有效县（旗、市）。

1.2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遵循科学性、代表性、系统性和可操

作性原则，参考中国县域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 [28] ；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 3 个子系统

耦合组成的“美丽中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指

标体系 [29] ；基于社会发展、绿色环境、经济增长、

文化传承和制度体系“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内涵，

融入生态理念，构建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 [30] ；以及中国省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指标体系 [31]，这些指标具有自然的普遍关联性。本

文依据该关联性进行拓展延伸，从村镇建设和资源

环境两个维度构建了包含 7 个方面 9 个指标的评价

体系，综合评价中国县域村镇建设水平、资源环境

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

具体而言，反映全国村镇建设的指标体系包括

村镇建设规模、村镇经济发展和村镇社会发展 3 个

方面 ；反映全国资源环境的指标体系包括水资源、

生态用地、土地资源和水环境胁迫 4 个方面（表 1）。

表 1　评价指标的选择和计算
Table 1　Selection and calcula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熵值法权重 指标性质

村镇建设

村镇建设规模
人口密度（人 /km2） 户籍人口数 / 行政区面积 0.110 5 正向

建设用地占比（%） 建设用地面积 / 行政区面积 0.110 2 正向

村镇经济发展
人均 GDP（万元 / 人） GDP/ 户籍人口数 0.120 3 正向

地均 GDP（万元 /km2） GDP/ 行政区面积 0.116 4 正向

村镇社会发展 万人拥有中小学生数（人） 中小学生数 / 户籍人口数 0.108 1 正向

资源环境

水资源 降水量（mm） 年降水量 0.114 2 正向

生态用地 生态用地占比（%） 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之和 / 行政区面积 0.113 7 正向

土地资源 耕地占比（%） 耕地面积 / 行政区面积 0.107 3 正向

水环境胁迫 人均日生活污水排放量（升 /( 人 ·d)） GB/T 51347–2019 0.099 3 负向

1.3  数据来源

社会经济数据包括户籍人口、GDP、中小学生

数、行政区边界和人均日生活污水排放量。数据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2018》《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 县市卷 )—
2018》，以及 2018 年各地区年鉴 ；行政区边界数据

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geodata.
cn)。人均日生活污水排放量数据的获取，参考了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GB/T 51347—

2019）的农村居民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和污水排放系

数，并根据人均 GDP 均值的倍数和年降水量等值

线进行逐级分类。

资源环境数据涵盖了年降水量和土地利用类型

数据。2017 年降水量数据来自中国气象局 (http://
data.cma.cn) ；2017 年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 Yang 和

Huang [32] 根据 Landsat 系列卫星影像的分类结果（数

据下载自 https://zenodo.org/record/4417810），土地利

用类型具体包括建设用地、林地、草地、水域和耕地，

空间分辨率为 30 m。

1.4  综合得分测算方法

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收集评价区域的村镇建

设与资源环境相关数据。将收集的数据进行 min-
max 标准化处理，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降低

不同数据的类别和量纲导致的不一致性，得到指标

的标准化数值。再运用熵值法进行每个指标的贡献

度赋值（权重，表 1）。

在确定指标数据标准化和权重之后，通过线性

加权法计算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得分，计算公式为：

ij
1

TD
m

i j
j

Qλ
=

= ×∑ （1）

ik
1

RE
n

i k
k

Pλ
=

= ×∑ （2）

式中 ：TDi 为第 i 个县的村镇建设得分 ；Qij 为第 i
个县第 j 个村镇建设指标的标准化值 ；λj 为第 j 个村

镇建设指标的权重值 ；i 为县的数量 ；j 为村镇建设

指标的数量。REi 为第 i 个县的资源环境得分 ；Pik

为第 i 个县第 k 个资源环境指标的标准化值 ；λk 为

第 k 个资源环境指标的权重值 ；k 为资源环境指标

的数量。

采用自然断点法识别数据分异特征，为更好地

体现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差异，本文选择 7 作为村

镇建设、资源环境得分的自然断点数量。自然断点

数量一般根据经验决定，类别太少，无法体现数据

的空间分异规律 ；类别太多，不利于分析空间变化

规律。

1.5  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

1）耦合度。基于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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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由于本文中只涉及到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两

者的耦合作用强度，可通过这 2 个目标层的耦合程

度来判别 [31]，计算公式为 ：

2 TD RE
TD RE

i i
i

i i

C
×

=
+ （3）

式中 ：Ci 为第 i 个县的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耦合协调度。既考虑各分类指标之间的协

调状况，又体现各分类指标之间的协同效应，测算

耦合协调度 [31]，计算公式为 ：

i i iD C T= × （4）

TD REi i iT α β= × + × （5）

式中 ：Di 为第 i 个县的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

调度 ；Ti 为第 i 个县的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水平的

综合评价指数 ；α、β 为待定参数，分别代表村镇建

设水平与资源环境水平的重要性，其中 α+β=1。结

合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在耦合系统中

的作用，在此认为村镇建设水平与资源环境水平同

等重要，故将 α 和 β 各取值 0.5。

耦合协调度是指相对乘积系数，则相对乘积系

数越大、耦合协调度越高 [33]。为了捕捉不同区域的

耦合协调度特征，参考已有耦合协调度的分级 [33]，

划分了本研究的耦合协调度等级（表 2），等级越高，

耦合协调度越大。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
Table 2　Level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协调度等级 D 值

V1 0 < D ≤ 0.40

V2 0.40 < D ≤ 0.50

V3 0.50 < D ≤ 0.60

V4 0.60 < D ≤ 0.70

V5 0.70 < D ≤ 0.80

V6 0.80 < D ≤ 0.90

V7 0.90 < D ≤ 1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县域村镇建设空间格局分析

中国县域村镇建设得分介于 0.07~0.81 之间，

村镇建设平均得分为 0.383。结合县域村镇建设得

分的空间格局，将村镇建设得分归纳为高分段、中

等分段和低分段 3 个区间进行空间格局分析。

1） 村 镇 建 设 高 分 段 空 间 格 局。 高 分 段 区

(0.48~0.81] 县域单元数量占总数的 16.76%，主要分

布在京津冀、江浙沪、鲁、皖、鄂、湘、闽粤沿海、

成都等经济发达地区，多处于我国平原地区或山区

的相对平坦区域，如华北平原、江汉平原、长三角

和珠三角。这些地区地均 GDP 普遍较高，人力资

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备，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口众多、

人才汇集，海运、航空、公铁发达，路网密集，交

通便利。形成以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为中心向周边

扩散的卫星城市群。高分段的村镇较好承接了城市

部分功能，村镇企业众多与城市形成供应链，在疏

导城市住房、厂房用地压力的同时促进了村镇二三

产业的发展。

该高分段区村镇建设平均得分为 0.537，村镇

建设各项指标如人口密度为 767 人 /km2、建设用地

占比为 15.04%、人均 GDP 为 7.35 万元 / 人、地均

GDP 为 4 673.31 万元 /km2、万人拥有中小学生数 
1 266 人，均高于各项指标的总体平均水平。其中，

如河北省三河市、江苏省昆山市、山东省邹平市、

福建省石狮市村镇建设得分较高，是村镇建设规模、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得分均具有优势的典型，是中

国高水平村镇建设的代表。

2）村镇建设中等分段空间格局。中等分段区

(0.31~0.48] 县域单元数量占总数的 58.07%，主要分

布在东北大部、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以东地区、云

南大部，以及新疆天山山脉周边交通干线的主要城

市，呈现为与发达地区交错分布。该分段区地貌较

为平坦，分布于平原、丘陵、低山和半山区，交通

较为便利。由于多位于我国二级台阶，水利、矿产

等资源丰富，成为我国主要的自然资源输出地。尤

其是松辽平原、三江平原、晋中谷地、渭河平原、

四川盆地、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为我国粮食

安全和有序供应提供了天然保障，是我国重要农产

品主要输出地。

该中等分段区大部分位于胡焕庸线以东，面积

广阔、人口众多，县域面积和人口数分别占总数的

30.00% 和 62.92%，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人力资源支撑和粮食安全保障。

3） 村 镇 建 设 低 分 段 空 间 格 局。 低 分 段 区

(0.07~0.31] 县域单元数量占总数的 26.17%，一片呈

带状分布，主要从大兴安岭北部向西南，再转向西

北阿勒泰地区，横贯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三大方

向，是我国与俄罗斯、蒙古国漫长的边境县地区。

这条东西直线跨距约 2 500 km 的分布带，由黑龙江、

内蒙古和新疆组成。这一省两区中的部分地区经济

较为滞后，而且地处偏远，人口基数较少，属于边

境偏远地区。也是我国多个戈壁、沙漠、沙地集中

分布区，如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 ；



刘晓辉等：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空间特征分析第 1 期 157

沙地有呼伦贝尔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等。典型内陆

气候、降水量偏少，不适宜农业发展，处于半农半

牧区。另一片集中在青藏高原地区，受自然条件限

制并且人口基数较少。但该片的一个特例是格尔木

市，村镇建设得分在 0.31~0.36，明显高于周边，由

于处在青藏公路和铁路线重要交通节点，其唐古拉

山镇也具有地理区位优势，但格尔木市的特殊性并

不能改变该片村镇建设得分总体低位的基本面。

该低分段区村镇建设整体水平都处于我国县

域村镇建设平均得分为 0.383 以下，低分段区村镇

建设各项指标，如人口密度、建设用地占比、人均

GDP、地均 GDP 和万人拥有中小学生数是总体平 
均水平的 16.07%、10.43%、75.61%、7.47% 和 97.80%。

这是未来我国村镇建设需要关注的重点区域。

2.2  中国县域资源环境空间格局分析

中国县域资源环境得分介于 0.17~0.71 之间，

资源环境平均得分为 0.505。结合县域资源环境得

分的空间格局，将资源环境得分归纳为高分段、中

等分段和低分段 3 个区间进行空间格局分析。

1） 资 源 环 境 高 分 段 空 间 格 局。 高 分 段 区

(0.57~0.71] 县域单元数量占总数的 20.53%，面积占

总面积的 10.40%，主要分布在我国降雨充沛的南方

山地地区，主要在武陵山、雪峰山、南岭、罗霄山、

武夷山等山脉腹地，以及滇南低纬度地区。这些区

域光热充足、湿润、多雨和生物种类繁多，人们选

择在山脉间的河谷平地开发、生产和生活，资源与

开垦形成地理分工。

该高分段区资源环境平均得分为 0.621，其中，

如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江西省婺源县、广东省阳

山县、福建省政和县的资源环境得分高于该分段区

的平均得分，其典型特征是年降水量处于较高水平，

成为带动资源环境得分整体提升的关键。

2）资源环境中等分段空间格局。中等分段区

(0.40~0.57] 县域单元数量占总数的 68.67%，面积占

总面积的 57.48%，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

辽河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

晋中谷地、新疆西北、伊犁河谷、四川盆地和青藏

高原大部，其中，华北平原除了是我国农业主产区

和工业集中区，也是我国人口稠密地区，经济发展

的中坚动力区。该区降水适中，地貌类型丰富，囊

括了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多种地貌 ；涵盖长江、

黄河、淮河、海河、辽河、黑龙江等我国主要大江

大河流域的主要水利资源和灌区资源。该区是我国

农牧业主要产区和生态用地集中区，也是我国生态

保护地主要分布区，由于地域跨度较大，导致影响

县域资源环境得分的指标内存在明显差异。

3） 资 源 环 境 低 分 段 空 间 格 局。 低 分 段 区

(0.17~0.40] 县域单元数量占总数的 10.80%，面积占

总面积的 32.12%，主要分布在蒙西地区、新疆大部、

青海西部和西藏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少水干旱、海

拔高、交通不便和人口稀疏。主要有沙漠、戈壁、

沙地、退化草原区和高原区，植被覆盖率低、生态

脆弱。防止沙漠和沙地东扩，保障生态安全是需要

长期坚守的政策。该区资源环境平均得分为 0.332，

年降水量、生态用地占比和耕地占比的平均值均低

于总体平均水平，资源环境问题需要足够重视。

2.3  中国县域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

格局分析

中国县域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等级

处于 V2~V5。从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

度等级所囊括的县数量占比来看，V4 耦合协调度

等级的县数量占比最高，达 63.94%，其次是 V5 耦

合协调度等级，县数量占比为 21.82%，V3 耦合协

调度等级的县数量占比为 13.38%，而 V2 耦合协调

度等级的县数量占比最低，仅为 0.86%。

1）V5 耦合协调度等级的空间格局。V5 耦合

协调度等级 (0.70~0.80]，绝大部分的县处于北京—

北海一线（简称“北北线”）以东的平坦地区，分

布于冀、鲁、豫、鄂、湘、皖、赣、苏、浙、闽、

粤和桂。北北线以西，只有个别县的村镇处于该

耦合协调等级。该耦合协调度区域面积占总面积的

7.56%，而在该段集中区内穿插分布了若干 0.60~0.70
的耦合协调度等级，主要分布在武夷山、南岭、罗

霄山等南方山地集中区。总体上看，北北线以东是

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村镇建设较为

完善的地区，在沿江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东

南沿海开放区等经济发达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形

成以点带面的经济辐射区，经济和资源综合后即发

挥了资源优势又得益于经济圈建设的拉动，综合实

力居前，是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优质区域。

2）V4 耦合协调度等级的空间格局。V4 耦合

协调度等级 (0.60~0.70]，多处于胡焕庸线以东，少

部分位于天山周边。该耦合协调度区域面积大于

V5 的区域面积，小于 V2 和 V3 区域面积之和，即

V4 耦合协调度区域面积居于中位，占总面积的

36.60%，是我国农牧业主体产区，主要为我国粮食

安全保障区。降水量南北差异显著，但刚好满足农

牧业生产需求，由北向南降水量逐渐递增。南北跨

域辽阔，几乎等同于我国南北跨距。温度梯度明显，

为农业产品多层次、多时节需求提供了天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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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年一熟到一年三熟多种作物交替轮作，提高

了我国农机效率，降低了农业成本，农机具跨区收

割服务成为了可能，降低劳动强度，提升计划水平

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减损，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提供了天然的正动量。这一等级区域人口密度居中，

耕地等资源水平居中，耦合后等级居中。

3）V2 和 V3 耦合协调度等级的空间格局。V2 
(0.40~0.50] 和 V3 (0.50~0.60] 这两个耦合协调度等

级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西北—青藏高原的广大地

区，绝大部分位于胡焕庸线以西，主要集中在新疆、

西藏、青海、内蒙古地区，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占

比为 55.85%）。该区段处于我国第一级台阶和第二

级台阶北部和西北部，是我国自然条件相对恶劣、

荒僻的地区，主要集中了沙漠、沙地、戈壁和高原。

自古以来人口基数小，典型的地广人稀型区域，作

为我国生态用地集中区、无人区集中地区和保护地

集中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无论资源环境还是村镇

建设都受到自然的约束，如地貌、降水因素影响，

只能从事有限的牧业生产。

3  讨论

村镇发展与其所依托的资源密不可分，但资源

既是优势同样也是制约。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基础建设逐渐完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规模

效应，也因此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公共机构。长江

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格局表现为以城市群为单位，

长三角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5.25%（以全

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但在城镇化水平

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趋同和差异的格局 [34]。村镇建

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的理想状态是区域经济、社

会和生态之间的均衡发展，但实际上即使处于同一

耦合协调度等级内，不同区域的作用机理也表现出

明显的差异。

V4 耦合协调度等级的同一区段内，尽管东北

三省和西南四省区耦合协调度的值接近，但机理构

成不同。我国东北三省（黑、吉、辽）与西南四省（滇、

黔、川、渝，除去川西高原地区）两个区域的总面

积接近，且都有山地和平原地形。2011 年以来，西

南地区经济增速较快，与之相比，2012 年以来东北

地区经济增速却持续探底 [35]。

东北三省耕地面积远大于西南四省，而根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三号）数据，东北三省

人口仅占全国的 6.99%，但其 36 个地级市全部进入

老龄化、且三省中没有一座城市人口超千万。典型

资源环境增分、但村镇建设拉分，万人拥有中小学

生数低，典型“地多人少”型村镇（东北型衰弱），

其原因很多，但绕不过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这两点。

相对于西南四省，仍需因地制宜与科学施策。

西南四省耕地面积远远少于东北，且根据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三号）数据，人口占全国

的 14.27%，是东北的 2 倍多，使得整个地区万人拥

有中小学生数远远超过东北，生生不息。这也是典

型的“人多地少”型村镇（南方型兴旺）。通过大

规模人口分工协作，弥补了耕地资源不足 ；通过村

镇建设增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源环境的短板。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人口数量多将消耗更多

的资源，提高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造成压力，本

研究中人口因素对村镇建设规模、经济发展、社会

发展和水环境压力具有直接的影响，进而也是影

响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直接因素。

V4 耦合协调度等级区域户籍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

59.06%，我国人口主体处于该区，基本面呈向好趋

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程中，同时兼顾了耦合协

调性。本研究结果客观体现了 V4 耦合协调度等级

作为我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

一环，通过引导要素跨区域流动，缩小区域差异，

提升我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我国村镇建设水平与资源环境水平

均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全国村镇建设评价平均

得分为 0.383，58.07% 的县域单元处于 0.31~0.48 的

中等分段，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为我国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和粮食安全保

障。全国资源环境评价平均得分为 0.505，68.67%
的县域单元处于 0.40~0.57 的中等分段，地域跨度

较大，是我国农牧业主要产区和生态用地集中区。

全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处于 V2~V5
等级，而 V4 耦合协调度等级对总体耦合协调度等

级具有决定性作用。

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土地面积较为广阔，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但却是我国

自然资源富集区，尽管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

合协调度空间特征整体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但

西部地区可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

的天然支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村

镇建设受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水土

资源和环境要素作用，未来可进一步拓展评价指标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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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从不同等级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来看，不同区域

之间村镇建设和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的制约因素表现

出较大的差异，需要因地制宜，通过发展农牧产业、

特色产业等，促进村镇发展，提升其与资源环境条

件的耦合协调性。

1）V4 耦合协调度等级区域可着力建设农牧业

特色产业集聚，完善并延长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

高农牧产品附加值。该区作为我国农牧业主体产区，

坚持农业现代化路线，加快信息技术等向村镇各领

域渗透，建设形成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标准化生成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绿色生

态型产业 [36]。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入和支持，传

统农业可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鼓励数字企业创新

发展智慧农业，引导数字经济带动的“农业、农村

和农民”发展，培育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动 
力 [37]。城市近郊的村镇地区，可大力发展现代农产

品加工业、乡村手工业，加快培养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业休闲观光园、农业科技园等新兴业态转型升级，

优化村镇产业结构，依托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产品品牌化经营，农

产品加工业保持稳中增效，进而探索出村镇剩余劳

动力有序就业路径。

2）V2 和 V3 耦合协调度等级区域可加快推动

少数民族特色的产业。基于独特的自然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一村一

品”“一村一策”的新发展格局。该区位于我国第

一级台阶和第二级台阶的北部和西北部，应加强相

邻区域之间的旅游产业联系，特别是西部地区可充

分利用地理资源优势，并利用“宽带农村”政策，

该政策提高了农村宽带网络的覆盖率和传输速度，

弥合了城乡数字经济的发展差距 [37]。借此推动村镇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旅游 +”模式，围绕“旅

游 + 互联网”和“旅游 + 康养”的形式，充分发挥

旅游产业化的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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